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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ning heritage,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that combines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not only expands the types of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broadens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planning history. However,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blurs the

natur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Taking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planning and

heritage, the paper argues that planned heritage is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ideolog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which interac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It reflects the

wisdo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history and it embraces

theoretical thoughts, design methods and system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planning heritage is the un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of ideas and reality, of

content and form, and of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Compared with the built

heritage, the planning heritage reflects the role of planning in shaping the urban

form,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and the tripartite unity in

expression. Through the interplays between power and order, the coexistence of

paradigm and forms, and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texts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planning heritage represents the unity of opposing sid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kernel - representation", "prototype-type", and "focus - dislocatio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planning heritage. By clarifying the natur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nned heritage, the paper paves the way for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Keywords: planning heritage; built heritage; essential attribute; 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typical features

规划遗产（planning heritage）被界定为一种蕴含规划智慧、见证历史进程、体现规

划治理，具有普遍价值的建成遗产[1-2]，作为结合了“城乡规划学”与“文化遗产

学”的交叉课题，体现了对遗产体系中因规划而形成的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的关

注[3-5]。当前，国内外学者[6-9]立足于规划学、遗产学、历史学、社会学、旅游科学等多

学科视角，对其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初步探索，指出规划遗产的研究意义、目的与要点等

相关问题。但是，在研究奠基阶段，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其本质问题的

认知不清、内涵不明。因此，有必要回到规划遗产的原点，并在城乡规划学的视角下进

行解读，以明确这一遗产的特征所在。

1 规划遗产的本质辨析

规划遗产兼容了“规划”的价值和“遗产”的属性，作为二者的结合，兼具了双方

提 要 “规划遗产”作为结合了城乡

规划学和文化遗产学的交叉课题，在扩

展遗产类型的同时，也拓宽了城市规划

史的研究路径。当下正处于这一研究课

题的理论建构阶段，多学科交叉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其本质问题的认知不清、内

涵不明，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识别。研究

从“规划”+“遗产”的复合性出发进

行理论思辨，认为规划遗产本质上是一

种意识形态与建成环境相互映射的产物，

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聚落空间营造的

规划智慧，即代表性的理论思想、设计

方法与制度体系，投影在城乡空间中所

形成的建成遗产。两者作为规划遗产的

一体两面，是意识与存在、理念与现实、

内容与形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统

一体。与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相比，规

划遗产体现了规划引导的演进模式、上

下关联的存在方式、三位一体的表现形

式，通过权力与秩序的显隐互鉴、范式

与形式的虚实相生、文本与作品的内外

共进，反映其“一体两面”的本质。从

“内核—表征”的关联、“原型—类型”

的推演、“意象—物象”的建构这三个维

度，进一步揭示规划遗产在制度、设计

与理论层面的内涵。通过对规划遗产的

本质、内涵与特征进行研究，明确其概

念层面的基本问题，为后续理论体系的

系统建构提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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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10-11]，需要对这两个概念分别进

行认识。

规划，作为一种可运用的手段，为

特定的哲学认识、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提供服务。对于具体的规划目标而言，

目标实现的过程是渐进的，需要持续地

去做、不断地去实践[12]。规划实践既包

含了用理性的思考来追求合理的社会

制度、美好的未来生活，又体现了用技

术手段去协调城市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

种问题。以持续创新的思想、知识与方

法等学科体系推进城市科学发展、引导

规划价值导向的正向演进[13-14]。因此，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城市规划是一种意

识形态导向下的社会实践，而那些可以

被称作为“科学”的内容，只是在实践

中使空间有序化的一种“工艺”[15]。回

顾规划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权力意志导

向下城市空间的宏大叙事、功能主义影

响下城市布局的职住分离，还是社会公

平倡导资源共享的人民城市，都表现

如此。

遗产，是具有文化、艺术和科学价

值的历史见证，反映人类在过去某个阶

段的生活状态、集体记忆与生存智

慧[16-17]。例如工业遗产见证了人类社会

工业化进程中的生产方式与技术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社会实践出发，反映

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记忆遗产

则通过文献保护，甄别历史事件，使人

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作为历史的见证物，

遗产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物质形

式与文化意义紧密联系、实体遗存与周

边环境整体相关[18]，这是“遗产”区别

“遗物”的重要属性。

从“规划”+“遗产”的复合性出

发，可以发现规划遗产体现了意识形态

在规划实践中的意义。这种意义，一方面

表现为规划意识形成的规划智慧，包括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制

度体系等，另一方面则反映于建成遗产。

其中，理论思想延伸了意识形态的价值

取向，设计方法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实现路

径，制度体系保障了意识形态的实践秩

序。作为一个完整的实践链条，三者相

互影响，并通过建成遗产得到空间响应。

如何甄别那些具有规划价值的建成

遗产，是对规划遗产进行本质辨析的关

键。美国学者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

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与城市意义》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一书中，指出

了经规划的城市与未经规划的城市的区

别（图 1），为规划遗产的价值识别提供

了思考。第一类是经过规划、设计，或

者说经“创造”而成的城市，这种城市

在某个时刻被决定下来，其结构模式由

主导的权力主体一次性确立，无一例外

地表现为某种规则的几何图形。另一类

城市是所谓的随机城市，也称作“生长

而成的”“随机发生的”，通常在没有人

为设计的情况下产生，不受任何总体规

划的制约，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根

据土地与地形条件，在人们日常生活的

影响下逐步产生和形成[19]。因此，作为

规划遗产的建成环境，应经过规划、设

计，或者说经创造而成，而非随着时间

的推移自发形成。虽然因建成环境的复

杂性，很难将科斯托夫前述的两类城市

进行完全分离，但可以通过“自上而下”

的实施路径，找出规划的存在方式，以

及空间形式背后的意义。

图1 随机型城市的不规则性和规划型城市
的有序框架

Fig.1 The irregular geometry of random cities and
the orderly framework of planning citie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只有具备规划价值的建成环境，才

有可能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规划遗产。

建成遗产也只有作为规划理念的空间投

射，才具有规划遗产的属性。以中国古

代城市的中轴线为例，其通过“象天法

地”获得了形式的合法性，集聚了城市

的文化理想和精神境界。作为规划遗产

的北京中轴线，体现了城市空间发展的

总体纲要，包括精神“御道”、宇宙图

示、永恒性、唯一性与可识别性、等级

与秩序等[20]——中轴线这一政治图形，

是权力意识在城市空间的显现。另外，

1858年巴塞罗那的老城扩建，通过一个

精心计算的网格状新区，保证一半的住

房在早上获得日照，另一半的住房则在

下午获得日照，每个街区中心的花园为

富人和穷人共同享用，大规模相似性的

街区模块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平民主

义思想，是规划师塞尔达对欧洲早期城

镇化的一个空间诠释，也是规划智慧与

建成遗产相互映照后形成，且具有代表

性的规划遗产之一。

因此，规划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意识

形态与建成环境相互映射的产物，反映

了人类社会历史上聚落空间的营造智慧，

即特定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与制度体

系投影在城乡空间中所形成的建成遗产。

两者作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面，是意识

与存在、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精

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统一体。其中，作

为建成遗产的部分，由于受到了某种规

划理念的观照而成为有文化意义的空

间（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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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规划遗产的本质：从“规划智慧”
到“建成遗产”的空间投影

Fig.2 Essential attribute of planning heritage: spatial
projection from "planning wisdom" to "built heritage"

2 规划遗产的内涵解读

2.1 权力与秩序的显隐互鉴

秩序受到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深

刻影响[21]。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意识主

导了规划、建设与发展方向，作为一种

隐性的、幕后的控制力量，通过规划实

践创造了显性的、可视的城市秩序。权

力与秩序这一对关系展现了从“意识”

到“存在”的空间映射。

权力“制造”了城市，城市作为权

力的中心及其场所，这一点无须论证。城

市产生的理由和目的，乃是给权力的集

中和运作提供场所[22]。权力在中国古代

城市空间的投影，形成了特定的秩序，

塑造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规划遗产 。

Wheatley[23]在他的《四方之极：中国古代

城市特征及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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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中，将这一秩序视为礼仪

体制的城市特征，其调和天地人神关系，

提供符号性感应空间。Kostof[19]也说过

“中国的规划者们毫无例外地通过强调南

北轴线 （即利用子午线） 来布置都城，

这种做法与一种统治者在宇宙中位置的

思想体系相对应”，隐喻了“权力的空

间”及“空间的权力”。

轴线一直被视为象征权力的空间语

言，是秩序得以显示的载体之一。以现

代主义城市巴西利亚为例，政府试图通

过轴线破旧立新，在 200 m宽的林荫道

两边，对所有建筑进行相同的板楼式设

计，并在压轴位置布置了两个半球体。

其中，仰口向上的半球，象征众议院广

泛听取意见；覆口向下的半球，象征参

议院最后拍板定案，以强调象征意义上

的平等性。秩序隐含了权力、权力彰显

了秩序，权力与秩序在巴西利亚这一规

划遗产中获得了现实印证。

除了宏大叙事的政治轴线外，大量

中心集市的规划设计，也体现了日常生

活中秩序与权力的关系。较于中心宫殿

象征着国王的政治权力、中心教堂象征

着教权的统治地位，中心集市这类空间，

象征着市民阶层的力量。德国学者希马

赫将中世纪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三大支撑

元素（教会、贵族与议会）看作是集市

广场①乃至整个城市的空间构成动力（图

3），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城市中，集市广

场、市政厅与教堂都是共生状态，三者

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25]。例如德国北

部城市汉诺威的集市教堂，其修建于

14世纪，与附近的旧市政厅等北德哥

特式建筑一起，共同建构了城市中心的

权力话语体系。与之类似，德国黑森州

首府城市威斯巴登的老市政厅，位于老

城区的集市广场，邻近威斯巴登集市教

堂，三位一体展现了权力交织下紧凑的

城市机能。在权力导向下，日常生活的

秩序得以建构，秩序与权力的显隐互鉴

在此得到新的诠释。

制度赋予权力、安排了城市空间、

影响了空间秩序的形成。因此，权力和

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制度的产物，秩

序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更迭，二者

统筹于制度演进的过程。在中世纪集团

与集团之间的斗争之中，城市规划变成

了政治控制的工具，大量规划设计的经

验被当时的权力主体所抛弃，特别是尺

度感和住宅与街道之间的亲密关系[26]。
在这之后，大量与布鲁塞尔老城相似的、

符合步行尺度的传统街道，转变为以 17
世纪罗马城为代表的宽阔街区。近人视

角下的街道尺度这一沿袭多年且影响广

泛的规划遗产，在中世纪城镇和街区规

划中“失语”并“遁形”。因权力主体、

意识与形态的更迭，城市规划设计的经

验与智慧，往往被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范

畴②，从而导致空间秩序的转变。中国传

统城市的规划亦是如此，例如北宋时期，

从里坊制到街巷制的市制改革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在民众与政府长期的空

间博弈和政策斡旋中不断演进的结果。

在此期间，宋廷就“侵街”问题颁布了

大量政策文件，对其进行规范，直至北

宋中叶，才彻底放开，引发了古典市坊

规划制度的崩溃与瓦解，开放街区与商

业街道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27]。这一现

象作为北宋时期的规划遗产，在《清明

上河图》中被真实地记录。

在规划遗产中，控扼空间秩序的权

力形态是内置的、隐藏的，通过秩序得

以显现，但直接影响着空间秩序的形

成[28]，两者相互关联、内外锚固、显隐

互鉴，是建成环境内在的空间密码。其

中，权力是秩序的内核、秩序是权力的

表征，二者作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

面”，以“内核—表征”这对关系揭示了

规划遗产的制度内涵③。

2.2 范式与形式的虚实相生

规划设计的范式④指代抽象的结构或

标准，如模数、指标、定额、比例、尺

度等空间建构的模式语言；而形式是具

象的、真实的，可被直观感知。在整体

层面而言，范式是形式的高度凝练，形

式是范式的形象表达，二者作为规划遗

产形成过程中的“源”与“流”，虚实相

关，展现了从“理念”到“现实”的空

间映射。

在规划遗产的形成过程中，范式是

其基本构型。中国古代的都城形制基本

遵循了《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划范式，

其门墙、宫墙、城墙、道路的尺度、数

量大多符合城邑建设的规定[29]。大量地

方治所城市的规划设计中也存在这一基

本范式，并以此控扼城池的规模、形制

和格局[30]。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古代城市，

通过等级差异、方位规制、要素配制等，

各级治所城市均严格地与其行政层级相

对应，把层级制官僚体系物化为一个整

齐有序的城市体系，从而使城市体系成

为权力体系的化身，并以礼制为内在的

精神法则，形成城市空间的规划法则。

因此，对于规划遗产内涵的解读，

需要认识到形式与范式的关系，并进一

步从具象形式中剥离出抽象范式，探索

从“理念”到“现实”的映射路径。以

欧洲古代城市为例，其早期的城市规划

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形成了以数理

为基础的规划范式，从文艺复兴到现代

主义城市，规划设计被锁定在一定的比例

关系中。如建立于1337年的佛罗伦萨新

城特拉诺瓦，设计者有意识地运用数理

艺术创造新的城市空间，其街块网格表

现出一种进深递减的几何特征。这一特征

来自于和圆内弦长相对应的三角数据表，

通过在平面上的4个方形分别做内切圆，

然后给各内切圆做间隔15°的半径，就可

以找到这种几何特征的来源[19] （图 4）。

从工业革命时期以花园城市为代表的几

何城市，到现代主义城市昌迪加尔的

8000 m×1200 m （0.5 mile×0.75 mile） 的

巨型街块，具象的城市形式背后均有一

个抽象的范式。

从类型学出发，抽象范式与具象形

式的关系中存在一个原型的问题。阿尔

多·罗西将原型这一概念定义为：某种

经久和复杂的事物，先于形式且构成形

��

��

�� ��

图3 中世纪的城市机能：权力交织
Fig.3 Urban function in the Middle Ages: interweav⁃

ing of power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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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逻辑原则[31]。结合规划遗产的内涵，

可以发现，范式体现在原型的概念中，

城市形态的意义依赖于那些早已建立的

原型。作为设计的产物，范式和形式反

映了规划遗产“一体两面”的本质，并

在“原型—类型”的推演中，展现了其

设计层面的内涵。

2.3 文本与作品的内外共进

“文本”与“作品”是接受美学中的

两个概念。其中，“文本”是一种具有潜

在含义的文字实体，它的意义是内置、

不变的，在经过读者阅读检验后，才可

能真正成为构成意义整体的审美美学，

即“作品”[32]。从“文本”到“作品”

的转变，其实是文字信息的显示过程，

这一过程耦合了作者的视界与读者的视

界，揭示了二者的认知差异。

将这一对概念引入规划遗产领域进

行思考，可以发现规划遗产中的“作

品”，即有价值、有意义、有显示度的空

间，来源于规划“文本”（这一“文本”

包括作为规划成果的文本但不仅限于此）

的投影，如各类计划、愿景、蓝图、典

籍等，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规范（法令、

规定、条例、办法）、社会共识（宪章、

宣言、决议、建议）等[33]。规划“文本”

承载了典型的规划理论与思想，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具有突出地位

与价值。例如提出功能分区的《雅典宪

章》（1933年发布）、提出将文物本体和

相关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的《威尼斯宪章》

（1964年发布）、奠定“历史保护区”理

论思想的《马尔罗法令》（法国于 1962
年颁布）、奠定了“都市复兴”发展理念

的《1949年住房法案》（美国于 1949年
颁布）等。

然而，“文本”只是规划遗产的一个

维度，只有实现“文本”的空间化，才

反映了规划遗产的整体意义。以1927年
国民政府颁布的《首都计划》为例，这

一隐喻着民族主义思想的规划蓝图标志

着中国首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

区的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34-35]。以此为

基础，当局在 1927—1937年间对南京进

行了初期建设，迅速建成了一批城市干

道和标志性建筑。虽因时局和经费问

题，该计划只有部分得以实施，但其建

成的部分例如玄武湖公园、中山陵园等

城市公园体系[36]，在当下仍有迹可循，

为南京的城市建设留下了可持续的规划

遗产。

《首都计划》及相应的实践探索不是

单纯的规划思想空间化，更重要的是，

其反映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空间

映射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偏

差源于对“文本”的不完全解读，具体

则表现为规划蓝图的不完全实施，反映

了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完全投影。

在规划建设进程中，往往因客观条件的

制约或主观意志的转移，“规划”与“建

成”两个过程很难精准对焦，但是这并

不影响其作为一项规划遗产的价值。相

反，正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干预，才使得

从“文本”到“作品”的映射中，蕴含

了当时规划编制、实施的时代背景，以

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规划

史信息，产生了更多元的价值、更立体

的认知。

“文本”和“作品”这一组概念，在

引入规划遗产后，不仅附加了空间的意

象，实现了由“纸面”、“图面”至“地

面”的升维，展示了其“一体两面”的

本质。同时，也体现了客观环境对规划

实践的影响，展示了从意象转化为物象

的丰富价值，反映了规划遗产的思想内

涵——不仅在于规划思想空间化的结果，

更在于规划思想空间化的过程。

2.4 小结

规划遗产的三层内涵体现了意识与

存在、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的一体

两面，展示了从规划智慧到建成遗产的

映射路径。需要明确的是，这三层规划

遗产的内涵，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

彼的存在，在典型的规划遗产案例中，

往往既体现了理论思想、设计方法的指

导，也有制度体系的介入，权力与秩序、

范式与形式、文本与作品集体出现。如

何在建成遗产中寻找它们的存在和表达，

是识别规划遗产的关键。

以《周礼·考工记·匠人》为例，

其以“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

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

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规划范式，对

古代都城的基本形式进行了规定。其中，

象征政权、神权、族权的朝堂、社稷坛、

祖庙，与皇城一齐控扼了城市的中心，

并进一步影响了空间、社会与经济秩序。

就具体的规划实践而言，这一普适性的

营城逻辑，以礼制思想，中心、边界与

轴线关系等都城设计方法，以及各司其

职的营城制度[37]，指导了元大都、明清

北京等典型都城的规划建设（图 5），在

中国乃至泛东亚地区都有广泛影响。

近现代同样存在大量具有代表性的

规划遗产，在形成过程中也展现了秩序

与权力的显隐互鉴、形式与范式的虚实

相生、文本与作品的内外共进。以计划

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为例，其具有鲜明

的时代色彩，国家根据总体的战略部署，

自上而下地安排城市各项工作，并以此

为导向编制出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嵌套、

紧密关联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央

权力是一切城市规划与建设活动方针的

来源。研究发现：在条块分割、体系封

闭的管理思想下，形成了国家配置社会

资源的树形结构，产生了以单位大院为

核心的“社会—空间”单元；在经济适

用、兼顾美观的设计思想下，形成了以

点轴布局展示城市形象的设计方法，塑

造了以形象轴线为代表的“宽路—大街”

形态；在生产优先、工业主导的发展思

想下，采取了以定额指标确定用地规模

的规划方法，并进一步形成了以工业片

区为主体的“生产—生活”结构[38]。全

国各地以此为背景，在当时规划设计了

一大批结构相似的单位大院、具有地标

属性的城市形象轴线以及簇群分布的工

业组团，体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思想影

响空间、设计塑造空间、制度安排空间

图4 特拉诺瓦规划设计中的几何特征
Fig.4 Geometric features in Terranova planning

and desig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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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图6）。

3 规划遗产的特征识别

3.1 规划引导的演进模式

在本质辨析和内涵解读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规划遗产的特征进行识别。规

划遗产体现了一种以规划而非建设所引导

的演进模式，从而对城市建设与发展产

生可持续的建构意义。这一演进模式首

先，体现了规划意识的引导作用——早

期的营建活动引发了人类的规划思考，

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

空间建构，以朴素、简单的营造理念、组

织分工和工序工法指导规划设计[39]；其

次，是历史的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

的理念、工法和组织上升为具有指导意

义的理论思想、具有借鉴意义的设计方

法，或是成为稳定、高效的制度系统，

并凝练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规划智

慧；最后，是实践的检验——通过规划

思想的指导、设计方法的加持与制度体

系的保障，规划智慧得以在现实空间中

进行实践检验，并在时空进程中承载历

史价值，从而成为某种规划意识引导所

形成的建成遗产（图7）。
建成遗产是经由建造方式所形成的

建筑、聚落、景观等遗产本体及历史环

境的总称，其保护价值今已成为全球共

识[40-41]。在建成遗产这一概念中，“建造”

与“遗存”是概念核心，相关研究也聚

焦于“建造→遗存”这一阶段，对建成

之后至当下阶段的存在、发展与保护状

况进行思考，探讨“历史的当下”和

“过去的未来”等相关问题[42-43]。相比之

下，规划遗产的生命周期历经“规划→
建造→遗存”等阶段，实现了从规划意

识到实践行动，再到建成环境的过程全

覆盖。较于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规

划→建造”的过程是规划遗产的核心，

规划意识与理念如何引导具体的实践活

动这一问题，成为规划遗产与其他类型

遗产相比，最为特殊的所在。

3.2 上下关联的存在方式

在存在方式层面，规划遗产体现了

上下关联的特征。“上”即作为规划之

“道”⑤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和制度体

系，其统筹于规划实践这一过程；“下”

指的是作为“器”的建成遗产，反映于

各类历史环境。两者通过上下关联的方

式，联合了理论与实际，整体诠释了规

划遗产的价值。

以田园城市的理论实践为例，可以

发现“上下关联”在规划遗产中的存在

与表达。霍华德 1898年出版了《明日：

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在

现有大城市之外的农村地带建立人口和

用地规模都有明确限定的新城，并以

“寓乡于市”“寓工于农”的新型“乡市”

按一定间隔，形成所谓“社会城市[44]”。
1903年，在伦敦北部赫德福德郡建立了

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 （Letch
worth），进行了田园城市理论的实践检

验。这座建于1903年的历史城镇作为承

载田园城市思想的先驱，至今存在近120
年，已然成为一处具有代表性的规划遗

产，理论建构与实践建设在规划遗产的

“上下关联”中实现了整合。

图5 《周礼·考工记》中所体现的规划遗产内涵
Fig.5 The connotation of planning heritage reflected in the book of Zhouli

图6 计划经济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规划遗产
Fig.6 Representative planning heritage in the central planning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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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规划遗产既有内涵的存

在，也有表征的体现，道器相承。较于

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侧重于对实体与环

境的关注，规划遗产的内容和层次更为

丰富（图8）。

3.3 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层面，规划遗产

将建设与保护两个过程统筹为一个整体，

体现了三位一体的主客体关系：城市营

建主体、价值认知主体、客体的建成环

境，蕴含双向的价值。

建设与保护是一项以人为中心的活

动，前者与需求相关，后者和品位相

关[45]。就保护而言，受保护对象的“意

义”在被主体认知或诠释时才具有显性

的价值，作为在观察主体意识中生成的

景象，客体的意义被主体创造、依赖于

主体而显示，并与主体的观念与视界紧

密关联[46-47]，这是普遍意义上文化遗产

的价值认知方式。但是，在规划遗产中，

不仅存在对客体价值进行价值解读的认

知主体，还包括对城市进行规划、建设

的营建主体。城市营建主体和价值认知

主体围绕着建成环境这一客体，分别在

“建成之前”与“建成之后”的两个阶段

发挥作用，因此其价值形式是双向

的——“规划”赋予的价值，以及作为

“遗产”所承载的价值。

相对于其他类型建成遗产以保护

为目的、以建成环境的真实性和整体性

为导向[48]，聚焦于遗产客体与价值认知

主体之间的关系，规划遗产不仅在历史

演进过程中具有遗产价值，同时也隐含

了城市营建主体（规划部门、组织、人

员等）建构城乡环境的规划智慧。因此，

对于规划遗产的研究，不仅需要站在遗

产保护的视角进行价值识别，还需要立

足城乡规划历史的视角，对特定时期规

划制定与实施的时代背景、政策环境，

以及该规划所采用的理论思想、设计方

法、制度体系，甚至规划者的教育经历、

从业背景等进行溯源[49]，以还原其空间

建构历史中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图9）。

4 结语

规划遗产作为建成遗产背后那些有

意义的建成环境，是特定的理论思想、

设计方法与制度体系等规划智慧，在经

过规划实践后，投影在城乡空间中所形

成的建成遗产。规划智慧与建成遗产作

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面，是意识与存在、

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精神财富与

物质财富的统一体。作为一项交叉课题，

规划遗产仍有大量内容亟待研究，如何

立足于更为广泛的视角，对其价值形态

问题进行思考，并就保护实践问题进行

多样本的纵深及横向比对，需要进一步

论证。

注释

① 集市贸易是中世纪欧洲进行商品交换的一

种重要形式，对推动特定地区商品货币经

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其组织和管

理的权力往往被多个权力主体竞争。

② 布莱克韦尔在认识论中提出“经验以及可

利用的积累证据，都是局限于相对狭窄的

空间和时间范围的[50]”。

③ 内涵指代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解读规划

遗产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阐释其“一体

两面”的本质。

④ 范式一词由美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

托马斯·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

首先提出，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

根，后来引申为规范、模式、范例等，被

认为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51]。

⑤ 《周易·系辞上》认为法则是无形的，称

为形而上；器用之物是有形的，称为形而

下。形而上的东西先于并决定形而下的

东西[52]。

图7 规划遗产：规划引导的演进模式
Fig.7 Planning heritage: changing mode of conscious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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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规划遗产：上下关联的存在方式
Fig.8 Planning herita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图9 规划遗产：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Fig.9 Planning heritage: the tripartite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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